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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几十年来，全球两栖动物种群衰减显著，两栖动物的生存现状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生态学家和保护生物学家的关注。 若

尔盖湿地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块高原泥炭沼泽湿地，也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热点地区之一。 该地区分布有 ３ 种两栖类：

高原林蛙（ Ｒａｎａ ｋｕｋｕｎｏｒｉｓ） 、倭蛙（Ｎａｒｏｒａｎａ ｐｌｅｓｋｅｉ） 和中华蟾蜍岷山亚种（Ｂｕｆｏ ｇａｒｇａｒｉｚａｎｓ ｍｉｎｓｈａｎｉｃａ）。 已有研究发现该 ３ 种

两栖动物种群数量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本研究采用人工掩蔽物法，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年对该地区中华蟾蜍种群生态做了连续追

踪。 结果表明：该区域中华蟾蜍种群数量逐年波动较大，年龄结构数据显示该种群处于增长期；中华蟾蜍为聚集分布，且发现率

与水体距离呈显著的线形关系（ｐ＜０．０１），在样地范围内离水体越远，发现的个体越多；线形样方比方形样方捕获动物的效率更

高（ｐ＝ ０．０１８）；中华蟾蜍亚成体的肥满度季节间无明显差异；中华蟾蜍具有较强的迁徙能力，可能沿着固定的线路周而复始的

迁徙。 对于家域范围大，迁徙距离远的中华蟾蜍这类物种，应加强最适栖息地的保护并防止栖息地破碎化。

关键词：人工掩蔽物；中华蟾蜍；种群生态；若尔盖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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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两栖动物种群衰退已经受到了全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１⁃４］。 有 ４１％的两栖动物受到灭绝的威胁［５］，
是脊椎动物受威胁最高的类群［６⁃７］。 两栖动物复杂的生活史以及独特的生理结构，使其对环境变化十分敏

感，被认为是理想的环境指示动物［８⁃１０］。 对两栖动物的种群数量和健康状态进行长期监测，不仅能反应当地

环境状态的变化，还能为制定长期的保护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若尔盖湿地地处青藏高原东缘，是全球最大的高寒泥炭沼泽湿地之一。 该湿地分布有 ３ 种两栖类，高原

林蛙（Ｒａｎａ ｋｕｋｕｎｏｒｉｓ）、倭蛙（Ｎａｒｏｒａｎａ ｐｌｅｓｋｅｉ）和中华蟾蜍岷山亚种（Ｂｕｆｏ ｇａｒｇａｒｉｚａｎｓ ｍｉｎｓｈａｎｉｃａ） （以下简称

中华蟾蜍），３ 物种种群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１１］。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年，运用人工掩蔽物法并辅以电子芯片标记重

捕法对该地区中华蟾蜍种群生态进行了连续多年的研究，对该物种的种群动态、分布和迁徙特点等有了进一

步的认识，同时对其监测技术与方法进行了全面的讨论，为该区域两栖动物的保育和动态监测提供了新的

思路。

１　 研究区域及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

若尔盖湿地国家级然保护区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境内，Ｎ３３°２５′－３４°００′，Ｅ１０２°２９′－
１０２°５９′，平均海拔 ３５００ ｍ，其主要保护对象为黑颈鹤等珍稀野生动物及高原沼泽湿地生态系统［１２］。 保护区

东西宽 ４７ｋｍ，南北长 ６３ｋｍ，总面积 １６６６ ｋｍ２。 该地气候属于高原寒温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内年平均气温 ０．
７℃， 最热月（７ 月）平均为 １０．７℃，最冷月（１ 月）平均为－１０．７℃，年平均降雨量为 ６５６．８ｍｍ，湿度为 ７８％。 年

日照时间为 ２５７３ｈ［１３］。
１．２　 样地设置与监测方法

监测样地位于典型的湿地草甸上，Ｎ３３°３４．８４３′，Ｅ１０２°５７．１３３′。 考虑到两栖动物对水环境的要求，样地选

择在一条小溪旁边，该样地没有发现中华蟾蜍繁殖和越冬，不属于繁殖场或越冬场，而是中华蟾蜍的觅食场

地。 样地内以莎草 科、 禾 本 科 草 本 植 物 为 主， 主 要 物 种 有 羊 茅 （ Ｆｅｓｔｕｃａ ｎｉｖｉｎａ ）、 四 川 嵩 草 （ Ｋｏｂｒｅ
ｓｉａｓｅｔｃｈｕａｎｅｎｓｉｓ）、垂穗披碱草（Ｅｌｙｍｕｓ ｎｕｔａｎｓ ）等。 采用人工掩蔽物法监测两栖动物种群动态［１４］，在样地中布

设 １０ 个小样方，５ 个为方形样方，５ 个为线形样方，每个样方均由 ２５ 张瓦片组成，瓦片长 ３５．５ｃｍ，宽 ２０ｃｍ，厚
度为 ２ｃｍ，每张瓦片间隔 １ｍ（图 １）。

采用基于射频识别技术（ ｒａｄｉｏ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ＦＩＤ）的标志重捕法探索中华蟾蜍的迁徙特点。
即在动物的胯部注射电子标签，运用读取器来进行个体识别［１５］。

根据高原的气候特点和两栖动物的年活动节律，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年的 ６ 月和 ８ 月各监测 １０ 天。 ６ 月是若尔

盖地区的初夏，两栖动物刚好繁殖完毕，８ 月为夏末，也是两栖动物的育肥期。 考虑到两栖动物在上午的活动

相对较弱，所有检查取样均在上午进行。 检查时迅速翻开瓦片，捕获匿藏在瓦片下的动物，记录样方编号、动
物种名、性别、年龄阶段（成体或亚成体，具有第二性征或不具有第二性征且头体长大于 ５３ｍｍ 的个体均视为

成体［１６］），测量动物的头体长（ｓｎｏｕｔ－ｖｅｎｔ ｌｅｎｇｔｈ， ＳＶＬ，０．１ｍｍ）、体重（０．１ｇ）。 对头体长大于 ３５ｍｍ 的个体植

入电子标签（ＳＶＬ 小于 ３５ｍｍ 的个体不宜植入）。 测量标志完成后，将动物放回原来的发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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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样地位置及样方布设方式

Ｆｉｇ．１　 Ｓａｍｐｌ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ｑｕａｄｒａｔｓ

１．３　 数据处理及分析

种群的空间分布特征分析采用 Ｄａｖｉｄ 和 Ｍｏｏｒｅ 方法，公式为：Ｉ ＝Ｖ ／ Ｍ－１。 Ｖ 为方差，Ｍ 为平均密度，Ｉ 为聚

集指标。 Ｉ ＝ ０ 为随机分布，Ｉ＜０ 均匀分布，Ｉ＞０ 聚集分布［１７］。
蟾蜍个体肥满度（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ｆａｔｎｅｓｓ）用 Ｆｕｌｔｏｎ 状态指数判定，计算公式为：Ｋ ＝ ｌ００Ｗ ／ Ｌ３（ ｇ×ｃｍ－３）。 Ｗ 为体

重，Ｌ 为体长，１００ 为人为规定的固定系数［１８⁃１９］。
运用 Ｋ－Ｍｅａｎｓ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对种群 ＳＶＬ 进行聚类分析：两栖动物在性成熟之前生长较为迅速，个体的

头体长（ＳＶＬ）与年龄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且中华蟾蜍性成熟年龄为 ３ 岁［２０⁃２２］。 据此对该种群的中华蟾

蜍 ＳＶＬ 分不同季节（６ 月分 ２ 组，８ 月当年的蝌蚪已经变态登陆，分 ３ 组）进行快速聚类，得到各组 ＳＶＬ 的阈

值，再通过这个阈值对各年的种群进行年龄结构初步分析。
以每个样方 ４ 年发现的蟾蜍总数作为该样方发现的蟾蜍个体数，用二元变量的相关分析分析样方发现的

蟾蜍个体数与样方距水体距离是否具有相关性，如果存在线性相关，则用一元线形回归分析得出相关方程。

图 ２　 中华蟾蜍数量的年度变化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ｔｏａｄ ａｎｎｕａｌｌｙ

用单样本 Ｋ⁃Ｓ 检验来分析数据的正态性。 当数据呈正态分布时，用 Ｔ 检验或 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 对不同组

数据的均值进行比较，若不服从正态分布，则采用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 检验。 所有分析均在 ＳＰＳＳ ２１ 软件包上

进行。

２　 结果

２．１　 种群数量和年龄结构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年共监测到中华蟾蜍 ５８１ 只，其中成

体 ５７ 只，亚成体 ５２４ 只，各年份与季节之间的数量波动

较大（图 ２）。
按不同季节对中华蟾蜍 ＳＶＬ 进行聚类分析，得到 ６

月中华蟾蜍 １ 龄个体的 ＳＶＬ 为 ２１．５８—３７．１８ｃｍ，２ 龄为

３９．１４—５２．４４ｃｍ。 ８ 月 ３ 个年龄阶段的 ＳＶＬ 范围分别为

１４．８６—２９． ３ｃｍ，３０． ９３—３９． ８９ｃｍ，４０． ３２—５１． ０４ｃｍ。 由

此将各年中华蟾蜍进行分组，得到中华蟾蜍各时期的种

群年龄结构（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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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中华蟾蜍的种群年龄结构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ａｇ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ｔｏａ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年龄
Ａｇｅ

６ 月 Ｊｕｎｅ ８ 月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变态幼体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ｃ ｌａｒｖａ １５ １５ １３ ２０

１ 龄 Ｏｎｅ ｙｅａｒ ２６ ５８ １５ ６０ ９ １６ １ ２６

２ 龄 Ｔｗｏ ｙｅａｒｓ ６ １６ ２６ １６ １２ １９ ９ ６

３ 龄及以上
Ｔｈｒｅｅ ｙｅａｒｓ ａｎｄ ｏｌｄｅｒ ４ １ ２ ３ ３ ３ ２ ７

图 ３　 中华蟾蜍的年龄椎体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ａｇｅ ｐｙｒａｍｉｄ ｏｆ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ｔｏａｄ

结果显示中华蟾蜍种群年龄结构在各年之间有所

差异，但是总体看来处于一个较稳定的状态。 ６ 月 １ 龄

个体为 １５９ 只，２ 龄个体为 ６４ 只，３ 龄及以上个体为 １０
只；８ 月新登陆的幼体为 ６３，１ 龄为 ５２ 只，２ 龄为 ４６ 只，
３ 龄及以上为 １５ 只（图 ３）。
２．２　 中华蟾蜍的空间分布特点

对样地中方形和线形样方的比较分析发现，中华蟾

蜍个体出现在每个样方的频次平均数小于方差，说明中

华蟾蜍在空间上的呈聚集分布（表 ２）。
线型样方中中华蟾蜍出现率与水体距离呈显著地

线形正相关关系，其关系式为 ｙ ＝ ２．８５３ｘ＋２（ｎ ＝ ５，ｒ ＝
０．９９４，ｐ＜０．０１），而方型样方不具有相关性（ ｎ ＝ ５， ｒ ＝

０．２６５，ｐ＞０．０５）（图 ４）。 线形样方中中华蟾蜍的出现率随着远离水体而逐渐增加，方形样方出现率峰值在距

水体 ２２．５ｍ 的样方中。

表 ２　 中华蟾蜍分布模型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ｔｏａｄ

形状
Ｆｏｒｍ

样方编号
Ｓｅｒｉ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ｈａｐｅｓ

１ ２ ３ ４ ５
Ｍ Ｖ Ｉ

分布特征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线形样方 Ｌｉｎｅ ｓｈａｐｅ ２７ ４４ ６１ ８６ １１３ ６６．２ １１５９．７ １７．５２ 聚集分布

方形样方 Ｓｑｕａｒｅ ｓｈａｐｅ １８ ５２ ９４ ３７ ４９ ５０ ７８３．５ １５．６７ 聚集分布

　 　 Ｍ：平均密度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ｏａ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ａｒｅａ；Ｖ：方差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ｏａ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ａｒｅａ；Ｉ：聚集指标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线形样方一共捕获到 ３３１ 只，方形样方捕获到 ２５０ 只。 两种形状的样方捕获到的蟾蜍数量存在显著差异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 ｔｅｓｔ，ｐ ＝ ０．０１８），即线形样方捕获的个体数量更多。
２．３　 中华蟾蜍在非繁殖和越冬场的迁徙

４ 年来，运用基于射频识别技术的电子标签对体长超过 ３５ｍｍ 的 １１７ 只个体进行了标志（表 ３）。 监测期

当月重捕率（Ａｉ）平均值为 ５１％，２０１１ 年 ８ 月重捕率最高（Ａｉ ＝ ６６．７％），２０１２ 年 ６ 月重捕率最低（Ａｉ ＝ ２８．６％）。
所有重捕个体中，有 ８３．６％的个体是当次监测标记到的个体（Ｒｉ ／ ∑（Ｒｉ＋Ｓｉ＋Ｙｉ））。 每年月度间只重捕到 ４ 只

个体，平均重捕率为 ５．７３％，年度间重捕到 ８ 只个体，平均重捕率为 ３．２５％。
２．４　 中华蟾蜍肥满度

运用 Ｆｕｌｔｏｎ 状态指数评判个体的肥满度，得出蟾蜍亚成体肥满度的季节及年度变化（由于 ４ 年来捕获的

成体个体太少，故没有做此分析）。 中华蟾蜍亚成体的肥满度在季节间（６ 月和 ８ 月）差异不显著（Ｍａｎｎ—
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 ｐ＝ ０．５１９）。 中华蟾蜍亚成体肥满度的年度变化较为明显，６ 月波动更为剧烈（图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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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中华蟾蜍标志重捕

Ｔａｂｌｅ ３　 Ｍａｒｋ⁃ｒｅｃａｐｔｕｒ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ｔｏａｄ

编号
Ｓｅｒｉ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时间
Ｔｉｍｅ

Ｎｉ Ｒｉ Ｓｉ Ｙｉ Ａｉ Ｂｉ Ｃｉ

１ ２０１１⁃６ ４ ２ ０ ０ ５０％

２ ２０１１⁃８ ３ ２ ０ ０ ６６．７％ ０

３ ２０１２⁃６ １４ ４ ０ ０ ２８．６％ ０

４ ２０１２⁃８ ３０ １５ １ ０ ５０％ ７．１％ ０

５ ２０１３⁃６ ２４ １５ ０ ５ ６２．５％ １１．４％

６ ２０１３⁃８ １０ ３ ０ １ ３０％ ０ ２．３％

７ ２０１４⁃６ １９ １２ ０ １ ６３．２％ ２．９％

８ ２０１４⁃８ １４ ８ ３ １ ５７．１％ １５．８％ ２．９％

平均值 Ｍｅａｎ ５１％ ５．７３％ ３．２５％

　 　 Ｎｉ：每次调查新标记的个体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ｎｅｗ ｍａｒｋｅｄ ｔｏａｄ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ｓｕｒｖｅｙ；Ｒｉ：重捕个体中当次标记的个体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ｒｅｃａｐｔｕｒｅｄ ｔｏａｄｓ ｍａｒｋ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ｕｒｖｅｙ；Ｓｉ：重捕个体中同年非当次标记个体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ｒｅｃａｐｔｕｒｅｄ ｔｏａｄｓ ｍａｒｋｅｄ ｉｎ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ｓｕｒｖｅｙ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ｙｅａｒ；Ｙｉ：重捕个体中非同年标记

个体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ｒｅｃａｐｔｕｒｅｄ ｔｏａｄｓ ｍａｒｋｅｄ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ｙｅａｒｓ；Ａｉ：当次调查的重捕率 Ｒａｔｅ ｏｆ ｒｅｃａｐｔｕｒｅ ｉｎ ｏｎｅ ｓｕｒｖｅｙ；Ｂｉ：６ 到 ８ 月间的重捕率 Ｒａｔｅ ｏｆ

ｒｅｃａｐｔｕｒｅ ｉｎ ｏｎｅ ｙｅａｒ；Ｃｉ：年度间的重捕率 Ｒａｔｅ ｏｆ ｒｅｃａｐｔｕｒｅｄ ｔｏａｄｓ ｍａｒｋｅｄ ｌａｓｔ ｙｅａｒｓ

图 ４　 中华蟾蜍数量与水体距离的关系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ｔｏａｄ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ｍｅｔ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ｒｏｏｋ

图 ５　 中华蟾蜍亚成体肥满度的年度变化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ｆａｔｎｅｓｓ ｏｆ ｓｕｂ⁃ａｄｕｌｔ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ｔｏａｄ ａｎｎｕａｌｌｙ

３　 讨论

３．１　 种群数量和年龄结构

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与气候因子紧密相关，如温度和降水［２３］。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年，研究区域的中华蟾蜍种群

数量波动较大（图 ２），也是受到气候因子影响。 结合该区域的气象数据分析，温度对中华蟾蜍遇见率影响较

小，降水对种群观测结果影响巨大。 例如，２０１３ 年 ８ 月，发现的蟾蜍数量最少，是由于 ８ 月 ２７ 日，该区域出现

了强降水天气，当日降水量达到了 ５２．６ｍｍ。 可能是暴雨导致了中华蟾蜍藏匿起来，从而造成后面几天发现个

体数量较少。 ＭａｃＡｒｔｈｕｒ 和 Ｗｉｌｓｏｎ 根据生物寿命的长短与繁殖力的大小将生活史对策归纳为 ｒ 对策和 ｋ 对

策［２４⁃２５］。 中华蟾蜍采取的是 ｒ 策略，即具有较高的繁殖率，性成熟前的死亡率也很高。 繁殖率高，表明蟾蜍产

生的后代数量很多，但随着不断生长，在性成熟前各阶段都表现出较高的死亡率，所以每次研究发现的中华蟾

蜍成体数量都远远小于亚成体。 对于 ｒ 策略的物种，具有繁殖能力的个体对种群的延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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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今后的保育工作中，应该优先保护性成熟个体。 研究区域的中华蟾蜍种群年龄椎体基本符合金字塔结

构，即幼体和繁殖前期的个体偏多，由此推断，该区域的中华蟾蜍种群处于一个健康状况，种群数量在未来一

段时间比较稳定。
３．２　 中华蟾蜍的空间分布特点

从研究结果看，中华蟾蜍为聚集型分布。 聚集分布在自然界最为常见，聚集分布的种群对不良环境条件

的抗性可能比单独的个体要强，但也会增加个体间的竞争［２６］。 我们推测中华蟾蜍聚集分布可能与空间异质

性以及食物分布模式紧密相关。 因此，保护这一物种的核心就是保护其适宜的生境。
蟾蜍发现率与水体距离呈显著的线形关系，在样地范围内，蟾蜍发现个数随着水体距离不断增加。 齐银

等［２７］对若尔盖地区高原林蛙夏秋季节活动特征进行了研究，得出夏季高原林蛙遇见率与水塘距离呈显著的

负相关，且 ９０％的个体在距离水塘 １１０ｍ 的范围类活动。 然而，中华蟾蜍和高原林蛙生态位研究得出：在与水

塘距离这个维度上，高原林蛙生态位宽度很小，成体为 ０．２７，亚成体为 ０．１４，而中华蟾蜍成体和亚成体生态位

宽度分别为 ０．６７ 和 ０．５１，显然中华蟾蜍对低湿度的耐受能力强于高原林蛙［２８］。 这与“蟾蜍类对生境湿度的

要求低于蛙类”的结论一致［２９⁃３０］。 中华蟾蜍对水体的依赖较小，选择栖息地时是对各种生境因子综合利用的

结果。 在以后的研究中，布设样方时，应该考虑到不同物种对不同干旱层度耐受性的差异，对像中华蟾蜍这类

陆栖性耐旱能力强的两栖类进行监测时，布设样方可以适当远离水体，这样才能达到最佳的监测效果。
研究结果发现，线形样方捕获的动物个数要显著高于方形样方。 已有研究表明如果采食点没有适合繁殖

和越冬的生境，两栖动物每年就会在取食点、繁殖点和越冬点之间迁移［３１］。 中华蟾蜍的家域范围大，迁徙特

征明显，线形的样方，实际上具有更大的拦截面积，中华蟾蜍在迁徙过程中遇见线形掩蔽物的几率更大，所以

捕获的动物数量更多。 研究中华蟾蜍这类游走性摄食，家域范围较大的物种时，在相同数量的掩蔽物下，把样

方布设为线形更为高效。
３．３　 中华蟾蜍的迁徙

许多两栖动物生命周期具有水陆两相性［３２］。 为了完成它们的生命周期，成体必须冒着被捕食和水分散

失的风险在觅食地与越冬场和繁殖场间迁徙［３３⁃３４］。 目前对两栖动物的迁徙的研究报道还较少。 针对一个开

放性的种群，标志重捕是研究个体迁入迁出的重要方法。 本文标志重捕结果显示当季监测的重捕率较高，而
季节间和年度间的标志重捕率很低，表明中华蟾蜍在非繁殖期或越冬期，具有游走性特点，其家域范围较大，
不会长期在一个固定的空间内觅食。 年度间的重捕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中华蟾蜍可能是沿着一个比较稳定的

路线进行周而复始的迁徙，所以保护这一物种，防止生境破碎化对其十分重要。 在开放性的非繁殖场和非越

冬场，对于陆栖性迁徙能力较强的中华蟾蜍而言，标志重捕法仅适合用于短时间的种群研究。 要想对蟾蜍的

生长速率进行计算以及长期的个体跟踪监测，还需要更加先进的技术（如无线电追踪技术），或者布设更多的

样点（如繁殖场或越冬场）。
３．４　 中华蟾蜍肥满度

肥满度是一种表征动物的生理或营养状态的形态生理指标，广泛运用于脊椎动物各大类群［３５⁃４０］。 本研

究结果显示岷山蟾蜍亚成体肥满度在季节间无明显差异，且年度间波动明显，６ 月波动更为剧烈。 戴建洪

等［４１］研究若尔盖地区高原林蛙肥满度的季节变化发现，食物丰度的季节变化的原因导致高原林蛙亚成体 ８
月的肥满度显著高于 ６ 月。 而本研究表明，６ 月和 ８ 月中华蟾蜍亚成体的肥满度没有显著差异。 张晋东［４２］研

究了若尔盖湿地 ３ 种两栖类的食性，春季（５—６ 月），中华蟾蜍以蚂蚁为主要食物。 在蟾蜍春季食物中，蚁科

食物重要性指数为 ８５．３４，而高原林蛙食物中主要是蜉金龟科（Ａｐｈｏｄｉｉｄａｅ）昆虫，重要性指数为 ３５．２８。 两种

两栖类食性的不同，可能是造成同一地区分布的不同物种在季节间肥满度表现不同规律的原因。 此外，中华

蟾蜍亚成体肥满度在不同年份波动较为明显（图 ５），高原林蛙可能也存在相同的波动，单次采样分析的结果

准确性较低。 用肥满度指数评估一个种群的健康状况，需要做长期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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